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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以降，伴随军事技术变革与武举制废除，传统武术逐渐与国家体制疏离，“义和

团运动”更使武术发展由此步入低谷。而短短二十几年后“国术”却作为民族本位意识的新名词

而取代“武术”，成为身体技艺的新标签。民族主义“向内”的文化拉力推动其成为民族精神载体

与强国强种工具；科学主义“向外”的压力促使其经历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转译与重构；国家权力

“向下”的效力则将作为国民运动的武术，通过教育体系与行政网络纳入国家体制。这三重力量

的交织与共振，不仅系统推动武术从乡土技艺向“国术”象征的根本转型，更完整展现了近代中

国如何借助武术的政治化与制度化，将其深刻嵌入民族认同塑造与国家建设的宏大议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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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abolition of martial 

arts, traditional Wushu had been gradually marginalized within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even the Boxer Rebellion 

brought the Wushu’s development to a low point. Within just two decades, however, “national arts” replaced 

"Wushu"as a new term imbued with nativist consciousness, and also becomes its new label. The "inward" cultural 

pull of nationalism reconfigured it as a carrier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an instru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and the "outward" pressure of scientism compelled its scientific reinterpretation and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ownward" force of state power incorporated martial arts, as a national movement, into the 

state apparatus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networks.The interplay and resonance of these 

three forces not only drive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from a local skill to the symbol of "national 

art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how modern China, through their politic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deeply 

embedded them within the grand projects of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building the moder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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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这一称谓对应的身体技艺，在晚清经历了深

刻历史性转变，伴随西学东渐与火器在军事中的广泛

应用，传统冷兵器在军事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新

式练兵方式的引入以及武举的废除，使得传统武术与

国家体制间的互动关系日渐疏离。义和团运动借“设

坛练拳”为组织形式，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为

号召，其失败不仅招致清廷对民间武术的进一步压制，

也使其他拳种流派陷入生存困境，武术发展整体步入

低谷。而随着国门洞开，大量新词汇涌入，“国术”作

为具有民族本位意识的新名词，逐步取代“武术”，成

为这一身体技艺的新标签。据唐豪《中国武艺图籍考》

记载，“国术”这一名词始于李烈钧，根据唐豪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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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曾经住日本，或许见过日本大相扑，民国十六

年(1927 年)他与许多国府要人发起国术研究馆，大概

知道日本的相扑名曰国技，所以把中国的“武艺”改

名“国术”[1]。时论认为：国家的国字从来不能轻用，

因为一切事物必须为我国特有而非效仿他人的，方得

称之为国，至于术字的解释，系指技术而言，凡是一

种技术，必有他独到的长处，对于人类身体精神知识

方面有所裨补，才能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2]。研究从“武

术”至“国术”的观念变迁切入，通过综合观念史、

身体史与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系统考察自清末至

1927 年间，武术在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与国家权力多

重作用下的发展路径。研究不仅关注话语层面的重构，

也注重实践层面的体制化过程，力图揭示“国术”概念

形成过程中“向内”的文化拉力、“向外”的科学化压

力与“向下”的国家权力效力之间的复杂影响，从而对

近代中国武术的政治化与现代化转型提供新的阐释。 

 

1  民族主义与文化本位主义的“向内”拉力 
1.1  从“文化亡种”到“国粹重塑”：本体性焦虑与

价值重估 

以“国”字命名中国特有文化的风潮，如民族传

统的绘画、音乐、中医、服装等，在文化反思中分别

获得了国画、国乐、国医、国服的称号。与此同时，

中国固有的民族体育也受到广泛关注。徐一冰[3]认为，

中国武术是中国最古最良的体操术，较之西洋所谓高

等体操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方话语体系占据强

势地位，致使中国在许多领域陷于“失语”窘境之时，

武术的身体语言本身，构成非文字的、反思性的叙事

与表达，肩负起为个体乃至民族提供心理慰藉与文化

认同重构的深层使命。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各家拳种体系及相关理论无不深刻反映着中国

古典哲学的思想精髓。当个体演练一招一式时，其所

重复的，乃是一套承载着历史积淀、哲学意蕴与审美

特质的、属于“中国”的身体动作范式。此套身体语

言，构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体操、兵操的鲜明文化标

识。通过日复一日的身体规训，一种“中国的”身体感

得以塑成与强化，个体遂可在与“传统”的身体连接

中，获得了某种切实的文化归属感与自尊。张之江[4]

对此高度评价：我国五千年文化历史所以不敝者，国

术维护之功，居泰半焉。武术作为“身体化的国粹”，

因其深刻承载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宇宙观与伦理精神，

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在身体层面连接传统、确立文化归

属的途径，更被系统性地重新发掘为一种抵抗文化自

卑、重建民族认同的具身化实践。因此，对武术价值

的此番重估，成为其在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进程中实现

从技艺到认同载体的关键转折。 

1.2  从“病夫”隐喻到“强种”工具：国民身体的再造 

1895 年严复[5]在《原强》一文中，较早将中国比

作“病夫”，以此警示国家的羸弱亟待变革。此时“病

夫”之谓，并非意在贬斥，而是喻指中国如重病在身，

亟须寻求救国之道。严复进一步认为，国家强大的基

础在于国民素质，中国之积贫积弱，本质上是国民的

羸弱。然而，严峻的社会现实无疑加深了这种身体层

面的危机感，使得“病夫”的指向最终从抽象的国家落

到具体的国民身上。蒋观云[6]的《中国武士道小序》乃

至郭希汾[7]的《中国体育史》等著述，皆表明身体强弱

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其因果关系，并说明身体重塑的

迫切与重要性，希望以强健刚毅的身体取代孱弱病态

的身体。与主要流通于知识精英阶层的“国学”不同，

武术是一种深植于民间社会、可被广泛实践和切身感

知的身体活动。时论指出：民气不振，相习成风，年

龄尚未就衰，魂魄已游墟墓，操作不力，生产日减，

民贫国弱，多坐于此……研究国术，即为强健身体之

捷径[8]。亦有论者进一步强调：惟拳术能使身体各部均

齐发育，由臂腕及腰腿之筋力强大，训练至其全身筋

肉骨骼系统之发达，便于运用[9]。因此，欲复兴中华民

族，必须首先提倡中华民族体育，借用民族体育之训

练，以铸就中华国民之体魄。于是，武术因其在强健

体魄方面的独特价值被特别强调，并被赋予“强国强

种”时代使命，开始从个人技艺到国家工具的转变。

《北拳汇编》中所附的《拳术歌》：练就铜筋铁骨，保

我黄种强[10]。更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扬武术之于强

国强种的现实意义，它直观表达了“习武—强身—强种

—强国”的递进逻辑，将个体身体的锻造直接等同于民

族力量的积蓄，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使武术借以“强

国强种”这一政治目标在民间获得生动而有力传播。 

1.3  从“不武”之讥到“尚武”之国魂：民族精神的

具身化 

在“强国强种”的宏大叙事中，时人更深远认识

到国民之弱实为精神萎靡与刚健风气长期缺失的体

现，因而精神的提振与重塑被视为与身体改造同等紧

迫。当时舆论认为：凡国之奄奄垂病，濒于死亡者，

或见亡于人垂头俯首永为人奴而不克自振者，皆因其

民缺尚武之风气。进而推导出，唯尚武，始重自由；

唯尚武，始求独立；唯尚武，始有爱国心；唯尚武，

始有不甘人下之气概[11]。在这一认知下，中国长期“轻

武重文”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威胁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

民力的不振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

主义学说盛行，共同将“尚武精神”塑造为立国之基。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此疾呼：柔弱之文明，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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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

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也[12]。此论断不仅揭示尚

武精神作为强健个体与凝聚国力的实践基础，更将其

确立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与文

明标识。当此种身体政治话语席卷知识界之际，体制

内的改革派官僚亦从国家治理角度呼应了这一转向。

袁世凯[13]曾言：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

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此类内部倡导的

尚武理念，在与外部经验的相互印证中亦对国人内心

产生强烈触动，其中以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甲午战

后，曾为中国“学徒”的邻邦日本，转而成为国人学

习的主要对象。时论普遍认为，日本对武士道精神的

发扬，是其走向强盛的一大动因。1904 年梁启超[14]在

《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慨言：泰西日本人常言，中

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

也。呜呼，吾耻其言，愤奋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日

本人指摘的“不武”，既是对中国孱弱国力的蔑视，

亦是对其羸弱国民性的嘲讽。在此语境下，习练武术

已超越“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简单层面，实乃被

擢升为救国祚之危亡、挽浮靡文弱之风、涵养健全国

民所不可或缺的一项具体依托。《中华武士会公启》

即以日本之崛起为例，论证了“武道关乎国家兴废”

的观点。文中提出中国武术“实甲全球”，亟需提倡，

以振我国尚武之风，以立国本[15]。由此，武术所包含

刚健有为、威武不屈之精神，被视为国魂。北京体育

研究社在《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

案》中认为，在此竞争剧烈的时代，各国莫不有其立

国精神，虽然因地理、历史、风俗不同而略有差异，

但其中莫不含有一种尚武精神。而中国虽然因时势所

趋而提倡尚武，但其所采之体操皆因袭他人形式，因

此成效不彰，主张“今拟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以振起

国民勇往直前之气”[16]。正是出于对“不武”之讥

的回应，武术作为一种图腾象征，把整个中国带进自

救自存浪潮中。为重振武勇精神，武术的精神培育功

能被深入发掘，进而成为培养国民尚武之心的“利

器”。习练武术不仅可以增强国人体质，更重要的是

能培养习练者坚韧和勇敢品质，并以此塑造国人的尚

武精神。这种尚武精神，正是中国文化与武术相融合

后最具特色的一面，其作为思想影响力，也远远超过

了武技本身。 

 

2  科学主义与现代化追求的“向外”压力 
2.1  科学权威下的合法性危机：从“国粹”到“迷信”

的审判 

近代的科学观念在中国经历“由器入道”的演变

过程。如果说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时期，科学主要与

技术和制度相关联，那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赛先生”

(科学)则上升为一种普世、不容置疑的价值信仰和衡

量一切文化传统的终极标准。自科学观念开始影响中

国思想界，至新文化运动时其地位得到了空前强化。

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得传统价值体系彻底解体，以《新

青年》为阵地的知识精英对儒家纲常进行了猛烈批判。

新文化派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与批判，不

可避免扩展至本土传统体育领域。陈独秀[17]在呼吁青

年从事体育锻炼的同时，亦提出警觉，认为提倡体育

应有“三戒”：兵式体操、拳术、比赛的剧烈运动，并

指出这些运动“在生理上都违背了平均发达的原则，

在心理上都助长了恶思想”。鲁迅亦极力反对打着“国

粹”旗号的复古主义，针对北方人教授南方人打拳的

现象评论道，国人如此费心推行武术并将其视为所谓

“尽善尽美之体育”，倒不如改良下自己，去从事一点

实际的劳作[18]。在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下，科学不仅

仅是西方先进技术的代表，更成为批判旧价值、旧文

化的思想武器。用科学话语衡量一切的价值观在社会

中普遍传播，武术以“国粹”定义自身，自然被视为

封建落后的产物而遭到激烈批判。历史的骤变并未给

予武术充分的嬗变时间，武术亦被戴上“落后”的帽

子，被称为“怪力乱神”的把戏。然而，细致考察新

文化运动便可发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猛烈批判虽

是不争的事实，但并未构成全盘否定。在中国传统文

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仍

怀有深切的归属感。他们的基本立场在于“要吸收西

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19]。正如蔡元培[20]所

言：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更先

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

之真相。科学思想的深入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自

觉地将科学作为研究国粹的工具，学术研究的科学化

也顺势推动了武术研究的科学化。彼时习武者，“一则

挟技横行遭社会唾弃，一则知识浅陋，不知其所以然”。

西潮的冲击在给中国增添新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

决问题的资源[21]。“不具有科学性”的武术遭受批判的

同时，西方的科学理论、方法也大量传入中国，这使

本土武术研究者得以进一步接触西学，从而为武术的

“科学化”转型提供历史契机。 

2.2  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转译：传统武术的现代性阐释 

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现

代性权威，已然成为衡量一切文化传统存续合法性的

终极尺度，然武术中门派畛域之固、理论体系之散，

使其难以在科学理性的审视下获得稳固的知识地位。

武术精英对此亦有清醒认知：中华拳艺，发明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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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奄奄少生气的原因在于，但精此道者，仍多质而

少文，不能阐扬其奥[22]。这场攸关存续的正当性危机，

直接催生“武术科学化”的思潮，迫使传统武术知识

启动一场全面的现代性转译——以西方科学话语为蓝

本，对传统拳理进行重构与再阐释，以期在全新的知

识权力格局中重获承认。武术科学化的首要体现，在

于其理论体系经历了深刻去神秘化与系统化改造。传

统叙事中充斥的“伪造、神化”等玄学成分被有意剔

除，取而代之的是对拳种源流的系统性考证以及对技

术体系与训练方法的研究。前人只凭口述而无专书，

偶有论说亦无实练入手之法的状况得以改观。《拳艺学

初步》《少林拳术秘诀》《太极拳学》《形意拳学》等一

批武术教材的相继问世，使武术传承中模糊的经验表

述有所改观，为武术技法和理论提供更易于理解的科

学阐述角度，推动武术研究从“口传心授”向“文字

建构”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在身体技术层面，研究

者尝试运用西方解剖学、生理学与力学原理，对武术

动作进行量化分析与系统性解释。许龙厚[9]在《拳术教

练法》中详细阐述武术动作与人体骨骼、肌肉、皮肤、

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及神经系统的关联，强调“拳

术之动作，合乎生理之构造，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

内脏功能”。此类研究致力于论证武术并非基于经验模

仿的“套路”，而是一套符合人体结构与运动规律的“科

学训练体系”。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论开始转型，学者

摒弃门户之见，转而采用实证、比较与历史考证等现

代研究方法，对武术展开跨学科探讨。《应用科学之武

术》引用西方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原理，分析武

术动作主要肌肉功用，指出其“符合人体运动最经济、

最协调之原则”[23]。通过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科学语言，

武术试图逐步摆脱“迷信”“落后”的污名，并开始确

立自身学科主体性。此类研究不仅提升了武术学理品

格，更在比较视野中为其打通了与现代体育体系的对

话可能。系统的科学化转译，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武术

的公共形象，使其从深受质疑的“迷信”转而烙上“科

学”标签，从而在社会舆论中重获合理性。正如中央

国术馆成立时所提到：从前习练国术，只晓得他是一

种历代相传的武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从近

数十年来，许多同志们用了科学的方法，生理学、数

学、重学的标准来估计我们国术的价值，才晓得我们

的国术，不但不是反科学的，而且在科学立场上还有

崇高的位置[24]。虽然当时社会对于武术的科学认识仍

存在偏差，但西方研究方式让国人明白了武术丰富的

内涵价值。经历此番科学化洗礼，植根于传统文化的

“国术”之“术”，逐渐在现代知识谱系中获取真正

的合理性与生命力。 

2.3  武术的社会化与体系重构：从民间技艺到现代体育 

在科学主义的推动下，武术不仅完成了知识体系

的现代化转译，更在实践层面实现了深刻的组织化转

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武术从一种以技击为核心

的民间技艺，逐步演变为具备现代体育特征的社会活

动，其存在方式、传承模式与活动机制均发生根本性

变化。武术的存在方式转变，最直观地体现为其社会

功能的根本性转变。曾经存在于秘密结社、团练、宗

族、旧式军队中的武术主要作为一种搏击技艺。然而

进入 20 世纪之后，基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体育观念的

普及，武术日益被纳入体育与健身的范畴。这一功能

定位的转变，使得其从原来的军事技能和个体自卫手

段，逐步转变为以“体育的形式存在”。伴随着存在方

式的转变，武术的传承模式也经历了系统性的重构，

即从私密性的个体传授转向公开化的集体教学。传统

武术主要依赖“一对一的师徒制传承”，强调秘传与门

户之别，及至 20 世纪，这一传承机制经历一场深刻重

构。随着武术团体的蓬勃兴起，传承的主阵地由个人

师门转向社会组织，其核心也从基于关系的个体间传

递，转变为基于方法的、可复制的标准化课程传授。

马良[25]创编的“中华新武术”正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

表。它借鉴西式兵操的操练方法，采取分段分节地配

合带数口令的形式，将传统口传心授的武术教学，改

造为由基本教练、连贯教练、对手教练和连贯对手教

练 4 部分组成的标准化课程体系。在传承方式革新的

基础上，武术进一步通过竞赛规则与评判标准的建立，

为建立完善的竞赛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传统“打擂”

因其无规则、高风险而备受诟病，被视为不科学和野

蛮的象征。为适应近代运动会的需求，武术开始制定

明确的竞赛规则。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华新武术》

首次提出包含姿势、速度、力量等要素的百分制评分

法[26]。随后，1924 年第 3 届全国运动会将武术列为表

演项目，首次在全国性赛事中尝试制定了团体与个人

的评分规则，形成较为完备的竞赛规程[27]。至此，武

术演练水平的大致评价规则雏形得以确立，其可比性

与可操作性显著增强，为武术的竞技化与社会化提供

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武术的社会化与

体系重构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创

新相辅相成。精武体育会便是这一过程中的杰出代表。

它通过报刊、书籍、电影等各种方式宣传武术，并把

西方的训练方法融入武术练习。对于本土之武术，也

是兼收并蓄，将流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

域的各种武术流派融为一体[28]。这种开放、系统化的

组织模式，有力推动了武术从民间技艺向现代体育的

转型，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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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动员的“向下”效力 
3.1  禁而不绝与复苏契机：城乡武术的社会存续与组织化 

20 世纪初尽管清廷严禁“演弄拳棒教人”与“投

师学习”[29]。但正如马良[30]所观察：武术教育，在中

国已相沿成风，官府虽施强制手段，依然不能制止。

各处城垣人民，尚俟厉禁稍弛，始照常练习，至庄乡

人民，在严禁之下，亦仍不改其练习武术之习惯。这

种植根于社会肌理的深厚传统与坚韧的民间实践，为

武术在近代从乡土技艺向国民体育的系统性转型，奠

定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与历史前提。辛亥革命后，民

间习武之禁渐开，各地武术团体与组织纷纷复建或新

建。拳房、拳社遍布城乡，华北各乡村尤其冀鲁豫一

带，各村皆有拳场，每逢农暇夜晚，农民多赴拳场练

拳[31]。与此同时，随着社会阶层变迁与人口流动，使

武术的传播范围突破传统地域与阶层界限，延伸至此

前未曾触及的社会领域与群体之中。通商口岸及城市

经济逐渐发展，大量工人涌入城市，为强身御侮，工

余组成习武团体者不在少数，武术活动开始在城市空

间拓展。以湖北江岸铁路工人为例，作为近代较早的

产业工人群体，他们已有拳棒操习活动。1923 年京汉

铁路总罢工期间，由擅长武术和身强力壮的工人组成

纠察团，对团员和工人群众进行拳脚棍棒格斗训练，

平时保卫工会，维持秩序，预防和打击敌人的破坏活

动[32]。更具组织性的武术社团也在城乡武术活动蓬勃

发展的背景下兴起，武术的组织化与规范化进程也随

之展开。至北伐战争前夕，中国各地重要城市已涌现

大量武术社团。李存义与天津武术同人在天津组织中

华武士会[33]；成都武术界人士马镇江、马宝等发起四

川武士会[34]……各类武术团体的出现，为拳师提供合

法寄身空间，进一步推动了武术的传播。从乡土向城

市活动的转变，展现了武术在社会变迁、人口流动进

程中成为一项受多数阶层接受的“国民运动”。正如

1922 年麦可乐[35]回观 50 年来中国之武术认为：表面上

虽显示盛衰相演之迹，实则揭破秘密，研究公开，进

行之速，一日千里。尚武之风，遍于中国，前途发展，

正有未艾。 

3.2  价值引导与政治整合：武术伦理的国家化再造 

传统武术中“侠以武犯禁”的内在逻辑，以及由

此可能滋生的“私斗”与“好勇斗狠”风气，与现代

民族国家所追求的秩序与稳定构成结构性的冲突。为

化解这一矛盾，知识精英发起了一场针对武术伦理的

价值再造运动，旨在将其从潜在的“失序”力量改造

为“建国”与“强种”的合规范性工具。这场价值再

造首先着力于切割武术与“暴力”“私斗”的刻板关联，

并为其注入符合现代国家需求的公共性伦理。吴稚晖

在演讲中清晰辨析：顾或谓中国之拳术，固为运动之

上品，然今有斗勇之性。予谓此非体育之言，不明拳

术真价值者之妄语。夫拳术与斗狠，判然为二，曷可

相混。有识之人愈习拳而愈温让[36]。精武体育会的核

心成员梁仲璧[37]进一步阐发，“不以武术为毒群之具，

而以武术为育群之基……以强种保种之仁术，普渡一

切众生”。此番话语，呈现了武术的精神内核向集体责

任与国家义务的趋向，其价值目标被引导至“卫国治

产”“养成完全高尚之人格”等旨在塑造现代国民的公

德范畴。与此同时，武术的合法性被有意识地与国家

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威深度绑定，形成了密切的互动与

支持关系。孙中山关于“火器输入中国后，国人多弃

体育直技击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38]的

论述，被反复征引，成为论证提倡国术乃继承“总理

遗教”的关键话语资源。国术倡导者据此宣称：吾辈

国术同志，责无旁贷，急宜遵照总理提倡国术之遗教，

力图健身强种，自卫卫国[39]。蒋中正[40]亦亲自为《中

央国术馆汇刊》作序，指出“研究国术小可保障身家，

大可捍卫种族”，并曾派人延聘拳师担任总司令部警卫

团技术教官[41]。由此，提倡国术超越单纯的体育范畴，

在价值引导与政治整合的过程中，武术不仅被赋予了

新的文化意义，其自身“简便易行”的实践特性，与

契合当时国家资源有限、体育设施匮乏的现实国情，

从而被塑造为最具“国情适应性”的活动。王庚[42]通过

系统比较，总结出国术运动的 4 大优势：经济方面，以

徒手为多，无需巨大设备；时间方面，早晚均可练习；

场所方面，方丈之地即可从事；适应方面，男女老幼

皆宜，仅需略变其练习之度。这种对经济性与实用性

的突出强调，使武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展现出独特的

治理价值与推广可行性。由此，“中国武术乃符合国情

的体育”不仅成为国术论述的核心观点之一，也为其

自上而下的全国制度化推广提供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物

质条件基础。 

3.3  制度建构与组织覆盖：武术行政体系的国家化确立 

1878 年，正蒙书院在教学中已令诸生分日轮习军

事、拳术等项，展现出明确的国粹化取向[43]。尽管 1904

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未将武术正式纳入课程，此类实践

反映了武术与国家教育体系接轨的可能。社会精英诉

诸学校这一新型教育场域，“借助立法手段，按照体育

系统的框图，通过进入课堂，制定教材，分配教学时

数，规定学分，争取必修等环节生产武术教育的课程

体系”[44]。1911 年，《定军国民主义教育案》建议“高

等小学以上，应兼习拳术”[45]，为武术在学校教育中

的合法性提供初步确认。至 1915 年，第一届全国教育

会联合会通过《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明确要求“各



 
第 4 期 初晓帅，等：近代中国武术的国家化建构 55  

 

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武术正式被国家教育制度

所接纳，成为“国之大事”[46]。同一时期的精武体育

会成员也被上海多所学校聘为武术教师[47]，则从实践

层面回应这一制度安排。为将此前初步确立的武术教

育制度进一步推向落实与深化，具体化的实施方案与

推广路径开始被提上议程。19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联

合会第 4 次会议上，山东省教育会提出《推广中华新

武术案》，该议案主张系统性地将马良所编《中华新武

术》作为标准化教材引入学校体育教学，并获得会议

通过。经教育部审定《中华新武术》教科书及相关议

案函告各省区教育会，“通知各学校体育教员，以资参

考”[48]。然而，受制于师资短缺、教学内容与教法参

差不齐以及政治动荡等结构性困境，全国各地武术教

学的实际发展极不平衡，致使诸多法案往往只能停留

于纸面，沦为“一纸空文”。这些实践难题导致武术在

学校体育中的地位并不稳固，1922 年“壬戌学制”推

行后，西方现代体育成为学校课程的主流，武术一度

边缘化。尽管如此，民间与教育界将武术融入国家教

育的努力并未止息。1926 年，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

合会通过决议，重申应将武术列为学校体育正式课程，

并呼吁系统培养专业师资[49]。这一挫折恰恰揭示武术

的国家化事业必须从“法令规范”升级为“组织承载”，

方能突破纸面，落地生根。1927 年，由谭延闿、李烈

钧、张之江等要员发起国术馆[50]，以应时势之要求。

与马良当年推行“中华新武术”主要依靠个人影响力

与局部试验不同，中央国术馆的建立，适逢武术的民

族意义已获广泛认同，社会习武之风日盛，专业化师

资与团体组织已有相当积累。这既得益于“中华新武

术”、精武体育会等诸多先行实践所培育的土壤，也意

味着武术的国家化事业，至此具备从分散倡导迈向系

统建构、从民间推动升级为国家主导的成熟条件。在

内容上中央国术馆虽然也强调科学化和标准化，但其

立意更高，更侧重于文化本位与政治整合。国术馆依

托国民政府支持，构建起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广体系，

并在“去门户化”与“保存传统”之间寻求平衡。其

目标不仅在于促进个体锻炼，更在于通过构建统一的

国术体系塑造国民精神、凝聚民族认同，并最终服务

于国家政权建设。随后制定的各级国术馆组织大纲，

即构建从中央到省(特别市)、县(市)，直至区、村(里)

的金字塔式垂直管理体系。这一自上而下、与国家行

政体系同构的专职组织网络的建立，标志着武术的国

家化进入了更高阶形态，即从“进入体制”发展为“自

成体制”。该馆在成立之初便被赋予明确的政治使命，

中央党部训词要求“使国术早日普及全国，养成全国

民众国术化”[51]。通过这一严密的行政网络，国家意

志得以畅通无阻地向基层社会渗透。至此，国术馆系

统已完全超越一般民间体育组织的范畴，演变为履行

着广泛国家职能的“行政机关”，并负责制定统一的武

术教材与标准、推动武术成为学校必修科目、培育和

认证标准化师资、并组织全国性的国术考试与竞赛活

动[52]。这种“行政力主导下的逐级‘分馆’网络构建

管理模式”，使得武术的传承、推广与竞赛完全被纳入

国家行政管理的轨道。 

 

4  结语 
“国术”的诞生，标志着一种身体技艺被赋予前

所未有的政治重量。它既是对“不武”民族性的集体

回应，也是对国民孱弱身体的系统性改造，个体的强

身健体，被巧妙地编织进“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叙

事之中。科学主义的介入，表面上是对传统知识的祛

魅与重构，其深层则是一场关于合法性的争夺。当武

术必须通过科学的“翻译”才能证明自身价值时，揭

示正是现代性话语权力的不对等。然而，这场“科学

化”运动也并非全然的被动，它在某种程度上为武术

争取到了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继续言说与传承的资本。

国家权力通过教育体系与行政网络，完成对武术的最

后收编。从精武体育会到中央国术馆，民间力量的自发

实践，逐渐被整合进国家主导的体制化轨道。于是，武

术不再只是江湖之远的技艺，更成为庙堂之上塑造“新

民”、贯彻意志的“国家体制”。这段转型历程表明，

传统命运从来不仅取决于其内在价值，更在于它与时

代核心议程的对话能力。当一种身体技术能够同时回

应民族存亡的焦虑、科学理性的要求与国家治理的需

要时，它便获得被重新发明、并被赋予“国”之重担

的历史契机。其中关于文化认同、知识权力与身体政

治的复杂纠缠，至今仍是我们理解传统现代化之路的

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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